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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01531522][bookmark: _Hlk101461408]摘要：鉴于目前对产业结构升级和碳排放之间耦合协调关系的县级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基于非期望超效率SBM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分析和时空跃迁分析，以成渝双城经济圈141个区县为研究对象，探究其2005－2020年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格局及差异来源，阐释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的耦合机制，同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5－2020年成渝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偏低，处于拮抗阶段，逐步形成以成都主城区与重庆主城区为双核心的放射性分布特征，重庆主城区的放射作用随着时间推进不断增强，但是成都主城区的放射作用在逐渐减弱；（2）区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较为稳定，空间集聚性逐渐增强，总体差异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且主要来源于区域间的差异；（3）城镇化水平、科技创新潜力和城市空间因素都对区域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干预和金融发展水平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为进一步提升成渝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的协调耦合水平，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成渝地区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措施、兼顾和强化与邻近地区的交流合作，在经济结构调整中适度干预、合理配置金融资源，以及大力促进区域科技创新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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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Temporal Coupling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unty-level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in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Pang Jiangang, Li Sis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621000, China)

【注意根据修缮完毕的中文摘要修改英文摘要，一一对应翻译】
Abstract: Based on the unexpected super efficiency SBM model,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Dagum Gini coefficient analysis and space-time transition analys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ace-time pattern and source of differences i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of 141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 the Chengdu Chongqing Dual City Economic Circle from 2005 to 2020, and constructs a spatial Dobbin model to analyz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from 2005 to 2020,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of Chengdu Chongqing Dual City Economic circle is generally low, and it is in the antagonistic stage, gradually forming the radioactiv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aking the main urban area of Chengdu and the main urban area of Chongqing as the dual core". The radiation effect of the main urban area of Chongqing continues to increase with time, but the radiation effect of the main urban area of Chengdu is gradually weakening. (2)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s relatively stable;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is gradually enhanced, and the overall difference shows a trend of rising first and then declining, which mainly comes from regional differences. (3) The results of spatial Dobbin model show that urbanization 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otential and urban spatial factor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egre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level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degre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degre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ut it is not obv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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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篇注意根据内容和文献引用修改情况调整文献序号，且文内标引和文后著录一一对应】


2011年，我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2020年，四川省与重庆市的生产总值（GDP）之和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由【哪一年的？】6.00%提高至【哪一年的？】7.27%，增长率达到22.13%【上述数据是笔者自己算出来的吗？如是，交代清楚，并著录来源依据；如非，补标引著录上述数据来源信息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替代引用著录，且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协同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加强污染跨界协同治理和探索绿色转型发展新路径是成渝双城经济圈未来发展的重要内容。随着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环境的进一步优化，成渝双城经济圈拥有连接我国西南西北，沟通东亚与东南亚、南亚的特殊地理优势，在开拓国际市场空间、进一步优化与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将进一步提升。我国东中部区域产业水平提升带来的产业梯度转移，为成渝双城经济圈提供了产业进一步优化的良好条件，但在经济规模增长的同时，成渝双城经济圈能源消费与碳排放量规模也在迅速扩大。那么，成渝双城经济圈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和碳排放效率的整体优化程度究竟如何？怎样实现成渝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优化和碳排放效率的高效耦合协调？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一方面对于推动成渝双城经济圈经济和环境统筹发展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我国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提供新视角。
1   文献综述
就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而言，产业结构变化对碳排放量产生重要影响的观点已经得到普遍认可，如周迪等[1]【不能使用超链接的形式标示文献序号，直接在引文右上方标引对应的文献序号[1][2][3]……全文一一修改】通过从绿色税收角度研究发现，产业结构的变化将会明显影响我国CO2排放量，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有利于减少碳排放；朱永彬等[2]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会导致我国未来碳排放总量呈倒“U”型的变化趋势。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产业结构变化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较小，如顾阿伦等[3]通过分析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变化原因认为，科学技术进步对我国碳排放量减少的贡献很大、对产业结构的贡献较小；Schipper等[4]研究发现，日本和美国等几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动对本国碳排放量的影响较小，但是其产业结构的转变增加了澳大利亚、挪威、荷兰等其他国家的碳排放量；黄亮雄等[5]研究指出，产业结构效果不明显的现象可能是因为本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损人利己”效果，即在提高了自身环境水平的同时却在污染其他区域的环境；徐成龙等[6]以我国山东省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对减少碳排放量的贡献程度主要在于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即工业比重越小，产业结构对于碳排放量降低的贡献也越高。
从碳排放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来看，目前相关研究主要基于政府监管的角度探讨碳排放的政府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7]【该观点是笔者自己分析有关文献后总结得出的，或是引自文献7的？属于笔者自己的观点并不存在引用；而为笔者观点提供支撑的引文，需要延伸阐述的，引用应有实质性引用，且引用完整、准确，有出处，与行文贯通】。其中，环境规制不仅包括政府部门出台的限制性环保政策措施，也包括政府部门指导下的不同利益群体对环保权利和义务、责任的参与，包括与污染者的交涉与磋商[8]。陆菁[9]、肖兴志等[10]研究提出，对环境的严格规制将成为一种有效的倒逼机制，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与提升。在政府的各种节能减排措施中，碳税和碳交易被认为是最有效率的经济手段[11]。汤维祺等[12]研究认为，从社会生产侧看，由于减排政策约束了企业的碳排放，从而增加了能源投资的边际成本，而各个产业又因为其排放强度差异，生产成本所受到的影响也有不同，由此产生了资金积累路径和产业结构上的调整；从社会需求侧看，政策冲击将会透过市场定价机制向上下游行业和消费者之间传递。
由此可见，通过提升产业结构可以降低碳排放量、改善碳排放绩效，同时碳排放政策对产业结构提升有促进效果，这也表明了碳排放政策与产业结构之间彼此影响、互为作用，从而形成了相互耦合的互动体系。有研究者对产业结构和碳排放量的耦合协调关系作出了进一步研究，如周迪等[13]用扩展的耦合模型研究考察我国区域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关系发现，我国近一半省份属于低水平耦合类型；张翱祥等[7]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中部六省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都处在中度失调和中度协调之间，但是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耦合协调度有逐渐提高的态势；曹丽斌等[14]研究发现，我国产业结构和 CO2 排放量正处于中度耦合一致的发展阶段，不同类型的城市耦合协调度大小表现为资源型城市>工业型城市>服务业型城市，在其他类型城市中，工业占比相对较大的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和一致性往往超过了农业与服务业占比高的城市。
虽然已有学者对产业结构升级和碳排放的关系展开了逐步深入的研究，但主要侧重于对二者之间的单向关联，基于产业结构和碳排放之间耦合协调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少许对二者之间耦合协调度的研究仅落于省级和地级市层面，关于县级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根据《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提出的分类推进大中小城市和县城发展，本研究将基于DMSP/OLS、NPP/VIIRS 两套夜间灯光数据反演得出的县域碳排放数据，运用非期望超效率SBM模型对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县域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并对成渝双城经济圈141个区县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布格局以及空间差异进行分析。
2  研究区域、方法与指标构建
2.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对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地域范围进行了明确界定，为增强研究对象的可比性，将研究对象的维度设定为区县级。成渝双城经济圈共142个区县，由于四川省广安市的前锋区设立于2013年，数据缺失年份较多，所以本研究对象为除了前锋区外的其他141个区县（以下简称“样本”），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5－2020年，来源于历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四川统计年鉴》《重庆统计年鉴》以及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在空间划分方面，参考肖磊等[15]的做法，将成渝双城经济圈划分为成都主城区、成都平原地区、川东北地区、川南地区、重庆主城区、渝东地区、渝西地区等7个空间板块，具体如表1所示。
[bookmark: _Hlk111068404][bookmark: _Hlk111068351]表1  成渝双城经济圈县域空间划分
	空间划分
	包括区县

	成都主城区
	青羊、武侯、锦江、成华、金牛、龙泉驿、青白江、新都、温江、双流、郫县、金堂

	成都平原地区
	成都（大邑、新津、蒲江、都江堰、彭州、崇州、邛崃）、德阳、绵阳、遂宁、乐山、眉山、雅安、资阳

	川东北地区
	广元、南充、广安、达州、巴中

	川南地区
	自贡、泸州、内江、宜宾

	重庆主城区
	渝中、大渡口、江北、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北碚、渝北、巴南

	渝东地区
	万州、梁平、丰都、垫江、忠县、开州、云阳、黔江

	渝西地区
	涪陵、綦江、大足、长寿、江津、合川、永川、南川、潼南、铜梁、荣昌、璧山



2.2  研究方法
[bookmark: _Hlk111068482]2.2.1  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


超效率SBM模型由Andersen等[16]人提出，是对传统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的进一步发展，解决了在传统DEA模型中最大效率值均为1的决策单元不能分类的缺陷，区分了各种最大效能值都为1的决策单元。假设有个决策单元、 个生产投入变量、个期望产出和个非期望产出，构建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SBM模型的线性规划式如下：                                                                                         （1）
式（1）中：为碳排放效率值； 和分别代表投入变量、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分别为投入变量、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松弛变量；为权重向量。
2.2.2  耦合协调模型
产业结构升级和碳排放效率耦合度的表达式如下：

                                                                                 （2）               
式（2）中：A表示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的耦合度；表示产业结构层次系数，表示碳排放效率。
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的耦合协调度表达式如下：

                                   （3）

                                        （4）
式（3）（4）中：表示综合协调指数；和表示待定系数，本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同样关键，因此将和均设置为0.5；表示产业结构层次系数与碳排放效率的耦合协调度。
2.2.3  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
为确定影响成渝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的最主要因素，引入了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可将耦合协调度的总体基尼系数分解为区域内、区域间和超变密度贡献等3个部分，其中超变密度贡献是划分子群时，区域间存在的耦合协调度的交叉项对总体差异产生的影响。表达式如下：

                        （5）
[bookmark: _Hlk111068537]     式（5）中，G表示总体基尼系数，数值越大表示耦合协调度的总体差异越大。 
2.2.4  空间自相关检验方法
莫兰指数（Moran’s I）由Moran[17]所提出，可以反映空间集聚现象及其与相邻单元之间属性值的相似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6）
  式（6）中：【在上面已代表投入变量。在一篇文章中，一个字母只能代表一种含义，请修改】为成渝双城经济圈中第个区县的观测值；代表【?补充】；为空间权重矩阵中的对应元素； 为空间权重矩阵中每个元素之和。
采用的空间权重矩阵为Queen邻接权重矩阵，将样本区县之间共边或共点的情况定义为邻接，相连的区县设为1，不相连的区县则为0。莫兰指数的取值区间为 [−1,1]，大于0说明观测值具有正的空间结构相关关系，小于0则表明观测值具有负的空间结构相关关系，该指标的绝对值越接近于1，即说明空间相关性程度越高。采用莫兰指数可以检验经济活动是否具有空间集聚性，但并不能反映地区内局部的空间集聚特点，难以确定局部空间活动的稳定性，所以，Anselin[18]提出了莫兰散点图用以识别区域空间热点。莫兰散点图共有4个象限，分别代表了HH（“高高”，第一象限）、LH（“低高”，第二象限）、LL（“低低”，第三象限）、HL（“高低”，第四象限）4种不同的局部空间聚集形态。
2.3  指标构建与数据来源
2.3.1  产业结构升级
从整体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变动情况来看，产业结构提升可体现为区域经济重心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继而向第三产业的转变，故参考徐敏等[19]、周迪等[13]的做法，以产业结构层次指数衡量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7）
式（7）中：为当地第产业产值【在上文代表区县。在一篇文章中，一个字母只能代表一种含义，替换！】占当地GDP的比例。各产业产值数据采用各产业生产总值指数进行平减，产业结构层次指数越大，表明区县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越高。
2.3.2  碳排放效率
（1）资本投入。以Goldsmith[20]提倡的永续盘存法中的资本存量衡量资本投入。计算公式为：

                                                                                   （8）
式（8）中：、分别为区县第年和第年的资本存量；、分别为区县第年的投资和资本折旧率。
[bookmark: _Hlk101465416]借鉴张军等[21]人的研究，以2005年为基期，将基期年份的社会固定资产总额除以10%后作为地区的初始资本存量，往后年份参考式（11）【式（11）在何处？！】按照 9.6%的年折旧率测算2005－2020年的数据。资本投入指标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统一调整为以2005年为基期的相应值，单位为万元。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缺乏四川省各区县和地级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因此参考王振华等[22]的做法，采用上级平减指数（省级）代替。
（2）劳动投入。由于四川省和重庆市内区县人口指标披露口径存在不一致性，根据研究对象的数据特征，以GDP与人均GDP相除得到的人口数量衡量劳动投入。
（3）能源投入。囿于县域数据的可得性，参考张鑫鑫等[23]的研究，采用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费总量和区县农村用电量衡量各区县的能源投入；对于部分年份数据缺失，参考王凯[24]的做法，采用Stata中的线性插值法进行补齐。
（4）期望产出。选取GDP代表期望产出，并去除通货膨胀的因素，使用GDP平减指数，将成渝双城经济圈内各区县各年度的名义GDP进行折算，最后得出以2005年为基期的实际GDP。
（5）非期望产出。夜间照明和社会经济活动高度关联，所以使用 Chen等[25]人对 DMSP/OLS、NPP/VIIRS 两套夜间灯光数据反演得出的 2000－2017年我国区县碳排放数据衡量成渝双城经济圈内各区县的CO2排放量，并参考王凯[24]的做法，采用线性插值法将2018－2020年的数据补齐。其中，Chen 等[25]通过采用非线性模型方式进一步提高了两套夜间灯光数据分析的衔接和综合精确度，与能源核算的碳排放数据拟合R2 高达 0.998，参考莫惠斌等[26]的研究，表明适用于成渝双城经济圈县域的碳排放研究。
2.3.3  影响因素变量
[bookmark: _Hlk111068688]（1）经济发展（EB）。经济发展会对产业结构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26]。余志伟等[27]、郑航等[28]以人均GDP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而为减少各指标之间的内生性，本研究以人均金融机构的年末储蓄余额反映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
（2）政府干预（GI）。采用一般财政公共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来度量政府部门的干预能力。根据路正南等[29]、冯林等 [30]研究，财政支出水平直观体现了当地政府可以利用的各种资源的多寡，也就确定了各区县政府部门可以在多大程度为当地产业发展贡献优惠政策租【什么概念？！】。
（3）城镇化水平（UR）。以城镇化率衡量各区县的城镇化水平。城镇化的发展给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可以推动社会产业结构向高层次化的过渡[19]；但是，消费方式的高碳化也直接造成了能源费用和碳排放量的上升[31]。
（4）科技创新潜力（STIP）。有学者提出，人力资本的积累加上知识和信息溢出促成了科技创新以及经济增长[32]，故本研究认为，通过中学入学人数衡量各区县的总体受教育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区的科技创新潜力。
（5）金融发展程度（FD）。金融总量的增长和内部结构优化都有助于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提升，进而减少碳排放[33]。参考冯林等[30]的研究，以金融机构年末信贷余额占GDP比例评价区县金融发展的情况。  
对于影响因素指标中的部分数据缺失，参考王凯[24]的做法，首先采用Stata对其进行线性插补，存在极个别由于某指标所有年份数据缺失而不能补齐数据的区县，以GDP为参考，采用研究对象中GDP值与其最为接近的区县数据将缺失数据补齐。影响因素变量中涉及价格的指标，采用GDP平减指数统一调整为以 2005年为基期的相应值。
3  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
3.1   总体特征
通过计算各省份【？因为各样本区县？！】逐年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同时参考曹丽斌等[14]的方法，将样本区县按耦合协调度大小划分为分离阶段（0.00~0.40）、拮抗阶段（0.41~0.50）、磨合阶段（0.51~0.60）和耦合阶段（0.61~1.00）4种类型。受篇幅限制，在此只将各区县的耦合协调度数值按照空间划分进行披露（见表2）。
由表2可知，样本区县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464，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正处于拮抗阶段，且空间分布极不均匀，其中耦合协调度均值最高的是重庆市渝中区（0.822），最低的是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0.236）；重庆主城区与成都主城区耦合协调度均值最高，分别为0.664、0.619，处于耦合阶段；渝西地区处于磨合阶段（0.562），成都平原地区（0.420）、川南地区（0.415）和渝东地区（0.485）皆处于拮抗阶段，只有川东北地区处于分离阶段（0.395），即将进入拮抗阶段。
[bookmark: _Hlk111069232]表2   2005－2020年样本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的耦合协调度
	区域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05－2020年均值

	成都主城区
	0.614
	0.618
	0.614
	0.620
	0.591
	0.603
	0.604
	0.604
	0.616
	0.623
	0.629
	0.637
	0.644
	0.654
	0.622
	0.616
	0.619

	成都平原地区内
	0.449
	0.445
	0.441
	0.441
	0.419
	0.397
	0.405
	0.396
	0.399
	0.400
	0.401
	0.404
	0.436
	0.439
	0.415
	0.429
	0.420

	川东北地区
	0.423
	0.421
	0.415
	0.416
	0.396
	0.376
	0.381
	0.373
	0.372
	0.374
	0.381
	0.387
	0.407
	0.407
	0.391
	0.394
	0.395

	川南地区
	0.467
	0.461
	0.448
	0.442
	0.426
	0.391
	0.407
	0.393
	0.395
	0.390
	0.387
	0.395
	0.411
	0.415
	0.407
	0.411
	0.415

	重庆主城区
	0.598
	0.605
	0.619
	0.645
	0.671
	0.675
	0.680
	0.682
	0.686
	0.690
	0.686
	0.675
	0.684
	0.691
	0.670
	0.675
	0.664

	渝东地区
	0.452
	0.448
	0.449
	0.458
	0.479
	0.440
	0.476
	0.480
	0.484
	0.487
	0.491
	0.494
	0.503
	0.524
	0.538
	0.549
	0.485

	渝西地区
	0.518
	0.516
	0.524
	0.544
	0.557
	0.524
	0.557
	0.545
	0.562
	0.563
	0.563
	0.577
	0.581
	0.618
	0.618
	0.632
	0.562

	均值
	0.478
	0.476
	0.472
	0.475
	0.463
	0.441
	0.454
	0.446
	0.450
	0.451
	0.452
	0.457
	0.477
	0.484
	0.468
	0.476
	0.464




[bookmark: _Hlk101444132]由图1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升级和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处于同一水平的区县往往不是独立的，而是和周边临近的区县在耦合协调度上保持一致，呈现空间聚合特征：高度耦合协调的地区（耦合协调度在0.6以上）主要分布在重庆主城区和成都主城区，且其他区县的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以重庆主城区与成都主城区为核心呈放射状逐渐降低；同时，成渝双城经济圈以重庆主城区与成都主城区为核心的放射性空间格局逐渐显著，其中重庆主城区的放射作用随着时间推进不断增强，周围区县的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但是成都主城区的放射作用在逐渐减弱，周围较高耦合协调度的区县逐年减少。










【图1中，删去每个小图上边的“a.”和年份；各图需要加上省界；比例尺数值和单位之间要空一格，即修改为“360 km”】
[image: ][image: ]
（a）2005年                                                                                                          （b）2009年
[image: ][image: ]
（c）2016年                                                                                                             （d）2020年
图1   样本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演变
注：该图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审图号为 GS(2021)5448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3.2    Dagum基尼系数分解
为揭示成渝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距及其来源，运用MATLAB软件分别测算了2005－2020年样本区县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的基尼系数，结果如表3所示。
[bookmark: _Hlk111069577]表3  2005－2020年样本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的Dagum基尼系数分解结果
	类别
	项目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05－2020年均值

	区域内
	差异来源
	0.022
	0.023
	0.024
	0.023
	0.020
	0.023
	0.022
	0.022
	0.021
	0.021
	0.021
	0.022
	0.021
	0.020
	0.016
	0.017
	0.021

	
	差异贡献
	19.00%
	18.77%
	18.88%
	17.77%
	15.35%
	15.14%
	14.77%
	14.21%
	13.87%
	13.61%
	13.63%
	14.28%
	14.73%
	14.09%
	11.58%
	12.44%
	15.00%

	区域间
	差异来源
	0.059
	0.061
	0.064
	0.070
	0.083
	0.094
	0.094
	0.099
	0.103
	0.105
	0.104
	0.101
	0.093
	0.098
	0.100
	0.100
	0.089

	
	差异贡献
	50.20%
	50.68%
	50.65%
	54.05%
	63.48%
	62.12%
	63.45%
	65.50%
	66.81%
	68.57%
	68.31%
	66.38%
	66.37%
	68.37%
	73.98%
	72.62%
	63.66%

	超变密度
	差异来源
	0.036
	0.037
	0.039
	0.036
	0.028
	0.034
	0.032
	0.031
	0.030
	0.027
	0.028
	0.030
	0.026
	0.025
	0.020
	0.020
	0.030

	
	差异贡献
	30.80%
	30.55%
	30.47%
	28.19%
	21.17%
	22.74%
	21.78%
	20.29%
	19.32%
	17.82%
	18.06%
	19.35%
	18.90%
	17.54%
	14.44%
	14.94%
	21.34%

	总体
	0.118
	0.120
	0.127
	0.129
	0.131
	0.151
	0.148
	0.152
	0.154
	0.153
	0.153
	0.153
	0.140
	0.144
	0.135
	0.137
	0.140

	区域内差异
	1
	0.100
	0.104
	0.106
	0.108
	0.089
	0.090
	0.093
	0.097
	0.097
	0.096
	0.100
	0.100
	0.099
	0.100
	0.105
	0.121
	0.100

	
	2
	0.123
	0.126
	0.139
	0.131
	0.115
	0.127
	0.122
	0.120
	0.119
	0.117
	0.117
	0.126
	0.115
	0.114
	0.083
	0.094
	0.118

	
	3
	0.059
	0.060
	0.059
	0.061
	0.061
	0.073
	0.068
	0.066
	0.062
	0.060
	0.063
	0.058
	0.054
	0.052
	0.046
	0.042
	0.059

	
	4
	0.098
	0.095
	0.086
	0.090
	0.078
	0.102
	0.105
	0.103
	0.105
	0.097
	0.095
	0.093
	0.087
	0.088
	0.068
	0.063
	0.091

	
	5
	0.091
	0.088
	0.091
	0.080
	0.079
	0.084
	0.087
	0.103
	0.098
	0.098
	0.092
	0.093
	0.093
	0.091
	0.102
	0.107
	0.092

	
	6
	0.043
	0.043
	0.045
	0.046
	0.060
	0.068
	0.057
	0.056
	0.059
	0.061
	0.061
	0.057
	0.054
	0.048
	0.036
	0.037
	0.052

	
	7
	0.034
	0.045
	0.051
	0.052
	0.068
	0.101
	0.061
	0.064
	0.068
	0.071
	0.067
	0.074
	0.075
	0.076
	0.084
	0.082
	0.067

	区域间差异
	2与1
	0.174
	0.181
	0.186
	0.188
	0.185
	0.217
	0.212
	0.219
	0.224
	0.225
	0.229
	0.231
	0.205
	0.209
	0.205
	0.196
	0.205

	
	3与1
	0.188
	0.193
	0.196
	0.200
	0.199
	0.234
	0.228
	0.238
	0.248
	0.250
	0.246
	0.245
	0.227
	0.234
	0.229
	0.222
	0.224

	
	3与2
	0.101
	0.103
	0.110
	0.106
	0.095
	0.107
	0.102
	0.100
	0.099
	0.098
	0.097
	0.100
	0.094
	0.093
	0.072
	0.078
	0.097

	
	4与1
	0.157
	0.164
	0.169
	0.179
	0.169
	0.219
	0.206
	0.222
	0.229
	0.235
	0.243
	0.239
	0.225
	0.228
	0.213
	0.205
	0.206

	
	4与2
	0.113
	0.113
	0.115
	0.113
	0.099
	0.117
	0.116
	0.114
	0.114
	0.110
	0.109
	0.113
	0.106
	0.104
	0.077
	0.081
	0.107

	
	4与3
	0.088
	0.086
	0.079
	0.080
	0.076
	0.090
	0.091
	0.088
	0.087
	0.081
	0.080
	0.078
	0.073
	0.072
	0.060
	0.056
	0.079

	
	5与1
	0.101
	0.101
	0.101
	0.098
	0.099
	0.101
	0.105
	0.117
	0.112
	0.111
	0.106
	0.104
	0.105
	0.104
	0.109
	0.120
	0.106

	
	5与2
	0.161
	0.168
	0.184
	0.197
	0.236
	0.263
	0.259
	0.270
	0.269
	0.268
	0.265
	0.254
	0.227
	0.229
	0.235
	0.230
	0.232

	
	5与3
	0.174
	0.181
	0.198
	0.216
	0.257
	0.285
	0.282
	0.293
	0.297
	0.297
	0.285
	0.271
	0.254
	0.259
	0.263
	0.263
	0.255

	
	5与4
	0.145
	0.150
	0.167
	0.190
	0.223
	0.267
	0.255
	0.274
	0.274
	0.280
	0.280
	0.263
	0.250
	0.251
	0.244
	0.243
	0.235

	
	6与1
	0.157
	0.164
	0.161
	0.158
	0.123
	0.168
	0.135
	0.132
	0.137
	0.139
	0.140
	0.142
	0.140
	0.131
	0.101
	0.101
	0.139

	
	6与2
	0.093
	0.096
	0.103
	0.099
	0.108
	0.111
	0.118
	0.124
	0.125
	0.124
	0.127
	0.126
	0.110
	0.117
	0.132
	0.137
	0.116

	
	6与3
	0.059
	0.059
	0.063
	0.068
	0.103
	0.097
	0.117
	0.129
	0.134
	0.134
	0.129
	0.124
	0.109
	0.126
	0.159
	0.164
	0.111

	
	6与4
	0.078
	0.076
	0.071
	0.076
	0.087
	0.102
	0.115
	0.128
	0.130
	0.131
	0.135
	0.128
	0.117
	0.127
	0.141
	0.144
	0.112

	
	6与5
	0.142
	0.151
	0.161
	0.170
	0.170
	0.214
	0.179
	0.179
	0.177
	0.177
	0.170
	0.159
	0.157
	0.144
	0.118
	0.115
	0.161

	
	7与1
	0.105
	0.113
	0.110
	0.104
	0.088
	0.120
	0.091
	0.099
	0.098
	0.101
	0.104
	0.103
	0.104
	0.098
	0.096
	0.108
	0.103

	
	7与2
	0.105
	0.110
	0.124
	0.132
	0.156
	0.162
	0.173
	0.171
	0.181
	0.178
	0.177
	0.184
	0.159
	0.180
	0.197
	0.201
	0.162

	
	7与3
	0.105
	0.106
	0.120
	0.136
	0.169
	0.168
	0.188
	0.188
	0.204
	0.202
	0.193
	0.197
	0.177
	0.206
	0.225
	0.232
	0.176

	
	7与4
	0.092
	0.093
	0.099
	0.118
	0.139
	0.161
	0.169
	0.176
	0.187
	0.188
	0.191
	0.192
	0.176
	0.200
	0.206
	0.212
	0.162

	
	7与5
	0.085
	0.093
	0.100
	0.100
	0.111
	0.148
	0.118
	0.135
	0.124
	0.127
	0.122
	0.110
	0.111
	0.100
	0.101
	0.101
	0.112

	
	7与6
	0.076
	0.078
	0.085
	0.094
	0.093
	0.112
	0.093
	0.082
	0.090
	0.090
	0.087
	0.094
	0.091
	0.098
	0.086
	0.085
	0.090

	均值
	0.119
	0.123
	0.129
	0.134
	0.142
	0.165
	0.160
	0.166
	0.169
	0.169
	0.167
	0.165
	0.153
	0.158
	0.156
	0.157
	0.152


注：1、2、3、4、5、6、7分别代表成都主城区、成都平原地区、川东北地区、川南地区、重庆主城区、渝东地区、渝西地区。

[bookmark: _Hlk111069560]3.2.1  总体区域差异来源及其贡献
由表3可知，样本区县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的总体基尼系数处于0.118～0.154之间，均值为0.140，各区县耦合协调度的差异较小。从时间演变过程来看，耦合协调度的总体区域差异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从2005年的0.118开始逐年上升至2013年的0.154后逐渐下降，至2020年平稳在0.137，2005－2020年的增长幅度为16.10%。
从差异来源的大小来看，来源于区域间的差异最大（0.059～0.105），超变密度差异来源居中（0.020～0.039），而来源于区域内的差异最小（0.016～0.024），区域间的差异贡献率均值大于区域内和超变密度，且区域间差异贡献率不断上升，从2005年的50.20%增加至2020年的63.66%，上升幅度为26.81%，而区域内差异和超变密度差异呈现下降的态势，尤其是超变密度差异在2008年以后出现了大幅下降。说明随着时间推移，区域间与区域内差异的交互影响逐渐减弱，区域间差异是成渝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差异产生的主要来源。因此，缩小区域间差距是解决成渝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区域不平衡问题的关键。
3.2.2    区域内差异
在考察期内，样本区县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差异的均值呈现总体下降的变化趋势，其中成都平原地区内耦合协调度的差异最大，渝东地区内的差异最小，其他地区处于中间水平。
3.2.3   区域间差异
[bookmark: _Hlk108688763]整体来看，样本区县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的区域间差异均值从2005年上升至2014年后逐渐平缓。具体来看，成都平原地区、川东北地区、川南地区与成都主城区，成都平原地区、川东北地区、川南地区、渝东地区与重庆主城区，成都平原地区、川东北地区、川南地区与渝西地区的区域间差异的均值均高于全样本区域间差异的平均水平，而其他区域间差异的均值都低于全样本区域间差异的平均水平。其中，重庆主城区与川东北地区的区域间差异的均值最高，为0.255，川南地区与川东北地区的区域间差异的均值最低，仅为0.079。
3.3    空间自相关分析
3.3.1  全域莫兰指数分析
样本区县2005－2020年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的全域莫兰指数如表4所示。由于黔江区相邻的彭水县与酉阳县均不属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范围内，考虑黔江区与研究范围内其他地区之间的空间效应，将直线距离最近的丰都县设为黔江区的相邻地区进行研究。可见，样本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的全域莫兰指数均为正数，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2005－2020年成渝双城经济圈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呈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性，即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的协调发展表现出较强的空间依赖特征，即某一区县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的协调发展会受到相邻区县协调发展程度的影响。全域莫兰指数呈现逐渐上升的变化趋势，表明成渝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集聚性不断增强。



【表4中，有关统计分析结果中“0.0000”数值无意义。如果所得值实际为“0”，则应用“0”表示；否则，应根据实际值所要统一保留的小数位数，改为“＜0.000 1  ”。依此类推】
表4    样本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性
	[bookmark: _Hlk90363834]年份
	全域莫兰指数值
	期望值
	标准误
	Z值
	P值

	2005
	0.451 1
	−0.007 1
	0.064 5
	7.103 6
	＜0.000 1

	2006
	0.469 8
	−0.007 1
	0.064 5
	7.394 7
	0.0000

	2007
	0.444 9
	−0.007 1
	0.064 4
	7.024 2
	0.0000

	2008
	0.491 0
	−0.007 1
	0.064 5
	7.722 7
	0.0000

	2009
	0.536 3
	−0.007 1
	0.064 5
	8.424 9
	0.0000

	2010
	0.554 7
	−0.007 1
	0.064 5
	8.706 0
	0.0000

	2011
	0.551 5
	−0.007 1
	0.064 5
	8.653 9
	0.0000

	2012
	0.566 6
	−0.007 1
	0.064 5
	8.894 5
	0.0000

	2013
	0.588 6
	−0.007 1
	0.064 6
	9.225 2
	0.0000

	2014
	0.613 6
	−0.007 1
	0.064 6
	9.613 5
	0.0000

	2015
	0.634 1
	−0.007 1
	0.064 6
	9.926 5
	0.0000

	2016
	0.611 8
	−0.007 1
	0.064 6
	9.587 0
	0.0000

	2017
	0.578 2
	−0.007 1
	0.064 6
	9.062 2
	0.0000

	2018
	0.611 7
	−0.007 1
	0.064 7
	9.571 8
	0.0000

	2019
	0.661 0
	−0.007 1
	0.064 4
	10.380 2
	0.0000

	2020
	0.589 9
	−0.007 1
	0.064 2
	9.293 1
	0.0000



3.3.2  局域莫兰指数分析
基于局域莫兰指数生成2005、2009、2016和2020年样本区域的局域莫兰散点图（见图2），以揭示成渝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关联类型。可见，2005－2020年期间各区县的空间聚集性不断增强，最后主要聚集于第一和第三象限，即多数区县都属于LL、HH类型。













【图2中，横纵坐标轴上的负值的负号不正确，改按正确的负数符号“－”执行。且图内各字符的字级小于等于六号不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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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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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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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16年                                                                                                                                （d）2020年 

图2   样本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局域莫兰指数演变


[bookmark: _Hlk101442181][bookmark: _Hlk124356397]参考Rey等[34]的时空跃迁分析法，基于成渝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规律，将样本区县划分为Ⅰ型、Ⅱ型、Ⅲ型和Ⅳ型等4种类型（见表5）。由表6可知，各区县不同类型间转换的概率相对较小，其中，由HL类型转换为LL类型的概率最大，为0.093 6；I型区县占比为5.30%，Ⅱ型区县占比为3.40%，Ⅲ型区县占比为0.51%，Ⅳ型区县占比为90.79%【占比相加不等于100%】，大多区县与相邻区县均未发生迁跃。由此可知，成渝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稳定性较强。
表5   2005－2020年样本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时空跃迁基本类型划分
	类型
	时空跃迁含义
	表达式

	I型
	自身跃迁，邻域稳定
	HH→LH，LH→HH，HL→LL，LL→HL

	Ⅱ型
	自身稳定，邻域跃迁
	HH→HL，LH→LL，HL→HH，LL→LH

	Ⅲ型
	自身跃迁，邻域跃迁
	HH→LL，LH→HL，HL→LH，LL→HH

	Ⅳ型
	自身稳定，邻域稳定
	HH→HH，LH→LH，HL→HL，LL→LL




【表6中，有关统计分析结果中“0.0000”数值无意义。如果所得值实际为“0”，则应用“0”表示；否则，应根据实际值所要统一保留的小数位数，改为“＜0.000 1  ” 】
表6    2005－2020年样本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的转移概率矩阵
	类型
	HH
	LH
	LL
	HL

	HH
	0.955 9
	0.022 8
	0.006 1
	0.015 2

	LH
	0.086 1
	0.827 8
	0.076 6
	0.009 6

	LL
	＜0.000 1
	0.006 8
	0.983 6
	0.009 7

	HL
	0.037 4
	0.004 7
	0.093 6
	0.864 5



4  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以上分析结果可知，成渝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空间正向相关性，所以在构建杜宾模型（SDM）研究相关影响因素时，将空间影响因素考虑进来十分必要。首先通过Hausman检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进而利用LR检验和Wald检验确定了选择SDM模型进行研究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如表7所示，大部分变量及滞后项的回归系数都在1%或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空间自相关系数（rho）结果为正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证实了成渝双城经济圈各区县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效应。可见，城镇化水平、科技创新潜力对耦合协调度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政府干预和金融发展水平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经济发展对耦合协调度具有负向作用，但不明显。


【表7中，有关统计分析结果中“0.0000”数值无意义。如果所得值实际为“0”，则应用“0”表示；否则，应根据实际值所要统一保留的小数位数，改为“＜0.000 000 01  ” 】
表7   2005－2020年样本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bookmark: _Hlk101373923]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EB
	−0.000 000 13
	0.319 060 12

	GI
	−0.053 619 76***
	0.000 138 08

	UR
	0.001 186 98***
	0.000 002 11

	STIP
	0.000 000 33**
	0.024 591 81

	FD
	−0.005 978 48***
	0.001 483 79

	W×EB
	−0.000 000 03
	0.918 890 34

	W×GI
	0.056 354 51***
	0.008 815 31

	W×UR
	−0.000 363 72
	0.383 556 74

	W×STIP
	＜0.000 000 01
	0.982 889 29

	W×FD
	0.016 970 52***
	0.000 089 77

	rho
	0.360 303 02***
	＜0.000 000 01

	Wald_spatial_lag
	43.37***

	LR_spatial_lag
	42.96***

	Wald_spatial_error
	36.59***

	LR_spatial_error
	36.74***

	observations/个
	2 256

	R-squared
	0.565

	log-likelihood
	4 321.374 5

	number of DISTCODE/个
	141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下同。

如表8所示，变量经济发展的直接、间接以及总效应结果均不显著。由于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非农业部门生产总值占比提高，企业资金便会进入更高效的部门，因此拥有更多的技术和资本开展减排科技的研究工作，从而能够提升企业的产业结构，但是由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总体碳排放效率较低，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需要更大规模的能源投资与碳排放量来支撑。所以，根据张翱祥等[7]的研究结果，由于经济规模扩大而造成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碳排放效率之间的协同变化是不明显的。
变量政府干预的直接效应结果为负显著、间接效应结果为正显著，说明各区县的政府干预会对本地区产业结构与碳排放效率的协调发展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但是能够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促进邻近区县的发展。这主要是由于本地区政府的不当干预会导致以争取政策租【问题同前】为目的的大量产业集聚，使本地区进入逐低竞争的恶性循环；同时，有研究指出，大量重复性工程建设和资金的耗费也不利于节能减排工作的进行[29]，还会导致部分企业受到挤压涌向相邻地区，造成人才与技术的流失。
变量城镇化水平的直接效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而间接效应结果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各区县的城镇化水平对本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协调发展有明显的正向影响，但对邻近区县的溢出效应较弱。这表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城镇化水平已经处于质量效应【搭配不当病句】，根据孙叶飞等[35]的研究结果，城镇化在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和清洁化生产方面控制CO2排放量的积极效果抵消了由农业人口向中心城区转移过程所引起的CO2排放量上升，最后对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的协同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变量科技创新潜力的直接效应结果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在间接效应中的结果并不显著，表明各区县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的协调发展主要受到本地科技创新潜力的影响，但目前尚未形成各区县之间联动效应。借鉴张翱祥等[7]的研究可知，各区县科技创新潜力提升能够对本区域创新发展起引领性作用，区县的科技创新水平得到进步后，可以通过创造新产业、更新生产技术和工艺等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带动企业碳排放效率提升，促进二者之间协同发展。
变量金融发展水平的直接效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间接效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各区县的金融机构为谋求收益最大化，将金融资源更多地配置于碳排放量水平较高的产业，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的协调发展，这与金英君等[36]的研究发现一致。且当地金融资源流入高耗能产业会对其他低耗能产业产生挤压，导致低耗能产业转移至邻近区县，促进相邻区县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的协调发展。
表8   2005－2020年样本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影响因素的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EB
	−0.000 000 13
	−0.000 000 08
	−0.000 000 21

	
	(0.364 502 73)
	(0.850 374 93)
	(0.681 391 51)

	GI
	−0.049 828 42***
	0.053 607 35*
	0.003 778 93

	
	(0.000 213 60)
	(0.067 974 34)
	(0.908 301 21)

	UR
	0.001 219 50***
	0.000 069 86
	0.001 289 36**

	
	(0.000 000 25)
	(0.895 093 73)
	(0.028 023 56)

	STIP
	0.000 000 34**
	0.000 000 20
	0.000 000 54*

	
	(0.014 066 35)
	(0.465 829 57)
	(0.077 964 92)

	FD
	−0.004 246 03**
	0.021 033 66***
	0.016 787 63**

	
	(0.030 800 47)
	(0.001 124 96)
	(0.025 635 02)


注：括号里的值为【补充】。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bookmark: _Hlk108746651]（1）成渝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总体偏低，一直处于拮抗阶段，即将步入磨合阶段；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明显，逐步形成成都主城区与重庆主城区的双核心放射性空间格局，其中重庆主城区的放射作用随着时间推进不断增强，但成都主城区的放射作用在逐渐减弱。
[bookmark: _Hlk108687201][bookmark: _Hlk108746087]（2）成渝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异特征十分明显，在时间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在空间上，区域间差异是耦合协调度差异产生的主要来源。为此，缩小区域间差距是解决成渝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区域协调发展不平衡的关键。
[bookmark: _Hlk108746097]（3）成渝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集聚性显著且逐渐增强，即区县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的协调发展会受到相邻区县协调发展程度的影响；且通过时空跃迁分析可知，成渝双城经济圈内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稳定性较强。
[bookmark: _Hlk108745900]（4）成渝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政府干预、城镇化水平、科技创新潜力和金融发展水平。其中，政府干预和金融发展水平对耦合协调度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二者的弹性系数最大，因此，政府干预与金融发展水平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协同发展的关键；城镇化水平、科技创新潜力和城市空间因素都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是改变和调整成渝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的重要途径；经济发展对耦合协调度虽会产生负向作用，但不明显。
5.2 建议
[bookmark: _Hlk108746693]（1）针对成渝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现状，针对各区县的发展实际制定适宜的政策措施。具体如下：重庆主城区与成都主城经济较为发达，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与碳排放效率在成渝双城经济圈内都处于领先地位，地方政府应当首先维护本区域的平衡发展，积极向耦合协调程度相对较低的区域提供资本、科技和人力资源支撑并发挥引导示范的作用，尤其是成都主城区，降低本区域虹吸效应对邻近区域的影响，积极带动其他区域协同发展；渝西地区、成都平原地区、川南地区和渝东地区经济结构已经开始转型，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的协同发展水平在成渝双城经济圈中处于中等或中等偏上位置，可借助其靠近耦合阶段地区的区位优势，开发自身的科技创新潜力，通过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积极吸纳先进低碳科技，在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的同时，利用自身资源获取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以冲破经济发展瓶颈；川东北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重能源、轻技术，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的协同发展水平在成渝双城经济圈中偏低，应当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减少对能源资源的依赖，主动引进外界投资，通过优化低碳技术提升本地区能源效率，推动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发展。
（2）充分发挥成渝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空间溢出效应显著的优势，各地政府在出台有关政策时注意兼顾相邻区县并强化地区间合作与交流，以做到资源优势相互促进；还可以通过设置产业结构升级和低碳排放耦合协同发展试验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经济发展，为其他区域提供经验参考。
[bookmark: _Hlk108745922]（3）适度的政府干预、合理的金融资源配置是促进成渝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协同发展的关键。地方政府必须尊重市场规则，合理利用经济优惠政策对市场的调节功能，出台支持低碳排放相关措施，给予低碳中小企业优惠政策支持，以吸引金融资源进入低碳技术领域；同时必须将政府干预和金融发展视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契机，主动带动国民经济由第二产业为重向以第三产业和科学技术领域为基础过渡，并合理控制高耗能领域的经济发展，优先发展低碳技术领域。
（4）开发区域科技创新潜力、推进城镇化进程是改变和调整成渝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的重要途径。积极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对于区域之间的技术溢出和联动尤其重要，地方政府应加强对区域内科技创新潜力的发掘，促进区域科技创新潜力向科技创新能力转变，鼓励区域之间的技术流动，尽快形成各区域之间在低碳技术创新方面的联动效应；在推进城镇化进程方面，注重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在人口聚集的同时促进知识创造、科学技术进步，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提高能源排放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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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n scatterplot (Moran's | = 0.4511 and P-value =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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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n scatterplot (Moran's | = 0.5363 and P-value =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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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n scatterplot (Moran's | = 0.6118 and P-value =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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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n scatterplot (Moran's | = 0.5899 and P-value =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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